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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840.htm 在中国法律史的各个

研究领域中，近年来成果较多的是近代史研究。清末民初，

传统法的模式发生了断裂，西方的制度和观念大规模引进，

一时间，形成了中西古今犬牙交错、相互碰撞的格局。在经

历了后来的许多坎坷和弯路之后，今天回过头来总结，人们

会发现那个时代对如何在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度建立法治

的争论、探索对于今天的法治建设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

意义。不少人甚至认为，百年来我们只是绕了一个弯；今天

我们仍然面对着跟百年前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

阅读那个时代人们的一些著述时如此感同身受的原因罢。 相

对而言，人们对于另一个重要时期的法制状态好像就没有那

么大的兴趣，这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法学的引进。虽然

这一时期离今天更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对西方的

兴趣日增，在许多人看来，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对于中国

的制度发展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半个世纪前学习苏联的历

史更像是法治建设中的一段弯路、一场挫折，已经接近“往

事不堪回首”的心态。 然而，那段历史果然是我们应当忘记

的么？或者，换一个角度问，那种力图忘却的努力是否真正

能够抹去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的心灵和行为带来的影响？即便

是负面大于正面，如果我们不去仔细地分析梳理其中的大端

细节，我们又如何能够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法律出版社出版

的《中国法律人》（2004年12月号）推出了特别报道“取法

苏联”，刊登了当年留学苏联学习法律的江平、肖蔚云、王



叔文、张仲麟、曹子丹、常怡、马骧聪七位学者的回忆录或

访谈录，让我们对于当时留苏法律人这个群体的学习和归国

后的际遇有了较为集中的了解。他们留苏的时间多在50年代

之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之后，老人们回首往事，展

现了那个时代里不少活的历史。江平先生谈起他留学期间的

课程，谈到苏联教科书的“八股气”如何难以卒读。他省吃

俭用，买得四箱较有价值的法学著作回国，旋即被打成“右

派”的他却总希望这些书有一天能派上用场。可是文革开始

，他终于绝望了，所有的法律书都当废品处理掉了。这一代

法律人的坎坷经历读来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特别报道”的

不足在于对于中国这边如何通过专家讲学、翻译图书而取法

苏联着墨不多。50年代是一个“一边倒”的时代，法学与法

律正是其中的一个局部。布拉吉，《红莓花》，集体农庄康

拜因，那时真正是凡事惟“苏联老大哥”马首是瞻。早

在1945年，储安平就曾经对于当时中共过分“苏联化”的倾

向提出告诫，可是，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化却是变本加厉

了。如果说一个时期的出版物可以反映社会的文化倾向的话

，根据后来的一项统计，“1954－1957年间，中国出版的全

部书籍中，从俄文翻译的书占38％至45％，从其他语种翻译

的占3％到6％。到1956年，从俄文译为中文的教科书约有1400

种，其中包括一些小学和中学用的教科书⋯⋯各种层次的历

史、政治和经济教科书的内容也自然要按照新的社会主义和

亲苏的倾向修订。中学以上的外语教育从教英语改为教俄语

。”（转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译本页210）这种

亦步亦趋的模仿有时到了极端的程度，不仅考试要采用苏联

式的口试，而且口试时教师桌上要有桌布，桌布上还必须摆



上鲜花，因为老大哥就是这样的！ 法律教育方面，除了派出

了包括上述那些学生到苏联学习法律外，更聘请不少苏联的

法学教授来到中国训练法律人才，尤其是法学师资。观察那

个时期大学法律系的课程设置表，简直有不知此处何国之感

。在北京大学法律系1954年度课程表中，包括体育在内共30

门课程，其中4门居然是只讲苏联，如苏联国家与法权史、苏

联国家法、苏联民法、苏联刑法。另外还有在苏联前加上中

国字样，实际内容还是讲苏联法的课程，如中国与苏联法院

组织、中国与苏联民事诉讼、中国与苏联刑事诉讼、中国与

苏联劳动法、中国与苏联行政法、中国与苏联财政法共7门。

像土地法与集体农庄法，一看就知道也是老大哥的那一套。

此外还有马列主义基础、国家与法权理论等，教科书也都差

不多是苏联教科书的译本。在一个主权国家，大学教育居然

如此全盘模仿另一国，殖民地也不过如此吧。 当然，法律领

域的全盘苏化跟文化的其他领域比较还是有些差异，由于某

些因素的限制，法律----无论是法律教育还是制度建设----苏

联化的效果总是有些折扣。困难首先来自于引进方对于建设

一个法制国家不大有诚意。在共和国建立前后最早的法令中

，最重要者可能就是宣布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可是，在

旧的废墟上是否应当建立一个新的法制大厦，历史却显示出

一种耐人寻味的停滞。除了婚姻法（这个领域足以显示社会

主义哲学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追求）以及宪法（这是确立政

权合法性不可或缺的符号）之外，其他领域的立法完全陷入

停顿。在司法方面，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基本的趋向是祛

专业化：把那些受过法律教育的“旧法人员”驱逐出司法机

关，代之以政治上更可靠但是却没有任何专业训练背景的人



员。今天回过头来阅读那个时代的报章文献，那种对领袖的

铺天盖地的歌颂（其中最为典型也最具讽刺意义的便是胡风

的那首著名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那种不允许对无

产阶级专政设置任何限制的流行话语，都无不清楚地告诉我

们，那是一个不可能重视法制的时代。骨子眼里就想建设一

个人治社会，怎么可能去诚心诚意也费心费力地引进苏联的

法律和法学呢。 同样值得反思的是作为取法对象的苏联本身

的法律传统。虽然就其基本形态而言，苏联文化属于西方文

化的一个支流，但是，在法律方面，苏联以及此前俄国的传

统却是相当单薄的，跟西欧国家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迟至

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时期，在斯佩兰斯基伯爵的主

持下，才开始了这个国家法典编纂的历史。“在19世纪以前

，俄国与自注释法学派和后注释法学派的时代起在中、西欧

占主导地位的对法律进行理论和科学的系统整理的运动毫无

接触，直到1917年，俄国仍然没有走到编纂一部完整而系统

的民法典的阶段，而只有《帝国法令集》那样的法律汇编；

这个国家直到1755年才创办大学，而在19世纪以前不存在受

过法律训练的法官和律师，因而必然缺乏成熟的法学传统。

”（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中译本页439）在某种

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俄国获得成

功，正归因于这个国家没有法治传统。 不仅如此，当俄国变

成了苏联之后，尽管30年代之后，有过不少法典编纂的成绩

，但是由于过去的那种社会主义学说与法治之间的根本排斥

，法律的独立价值是根本不允许存在的，法律机构以及法律

职业终不免工具的角色。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正

值反法治的斯大林主义的高潮，因此，不学苏联，未必能够



走向法治，但是，学习苏联，结果也不可能得到法治。取法

苏联，那里没有法，又如何取得来？干瘪的种子撒到贫瘠的

土地上，又缺少阳光雨露的滋养，法治之树能够成长起来反

倒是一件奇迹。 从这个角度反思上个世纪50年代的学习苏联

，反思当时的那些法律人西西弗般的种种努力，我们得到的

不仅是历史的教训，更是对历史的无奈和人力的微不足道的

感叹。 【出处】原载《南方周末》2004年12月16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